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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
———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①

范 晶 晶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市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精神的时代之一,胡人在其文化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章以«太平广记»为主要参考文本,兼及正史、墓志的一些记载,考察其中关于在朝廷上活动的胡人的记载,

同时注意到作为叙述者的汉人士族对于胡人的态度,尝试探讨来华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以及汉族士人

对他们的态度,以期更好地理解唐宋之交文化心态、外交政策由开放走向封闭这一过程.

关键词:«太平广记»;唐代;宦胡;文化;政治;“安史之乱”;安禄山

中图分类号:K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４)０３Ｇ０１６２Ｇ０７

根据向达先生的说法,唐朝前期,在长安不足三十万户的人口中,突厥人便占了近万家.而到

了中唐肃宗、代宗之际,由于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劳,安西人、回鹘人居长安者更是急剧增加.[１]数量

如此巨大的胡人群体居于长安,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会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②

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已多有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材料的选择上主要参考以两«唐书»为
代表的正史记载、间或与出土墓志相对照;二是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由胡人所带来的西域文明对

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无论在资料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尚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
陈寅恪先生在谈及研究唐史的资料时,曾着重指出«太平广记»作为小说的史料参考价值:“虽

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作为类书的«太平广记»,主要收录取自各种野史、杂传和小说的

相关记载,其中许多被后代书目学家归为“杂史”一类.与官方正史具体地记载每个个体的人生行

迹不同,作为广义上的“国史补”,它所反映的是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的社会集体心态,即官方话语

之外的各种思想的杂糅.这里或许可以借用巴赫金对于长篇小说话语的分析:尽管«太平广记»只
是一个个单篇小说的汇集,但总体来看,它也组成了一个大文本,“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

的现象”[２],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思想的交锋与碰撞.而这种杂糅性,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视角,去观照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则主要关注«太平广记»中对活跃于唐代宫廷及朝

堂上的胡人(简称“宦胡”)的各种相关记载,兼以其他史料为参考,力图呈现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政治

生活,以及汉人对此的反应与态度.
唐代统治者的胡人血统及其所继承的北朝政治思想———北周虽然大力推行汉化,但由于僻处

西陲,同时也积极融合西域文化,而北齐则是一个鲜卑化的政权———共同构成了对胡人较为友好的

社会氛围.与以前的中原王朝不同,唐代胡人不仅可以在汉地传教经商,他们也大量地进入朝廷.
在论及唐代政治制度时,陈寅恪先生谈到“胡化”和“汉化”的问题;其实就进入汉地的每个胡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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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便起见,本文将活跃于唐代宫廷与朝堂上的胡人称为“宦胡”,以与另一重要群体“商胡”相区分.另外,本文所使用的“胡

人”概念,取其广义,即来自西域、印度乃至中亚的一些异域人士.

从严格意义上讲,突厥人与回鹘人由于人数众多,经常被单独提及,与作为集合名词的“胡人”(包括来自西域、印度乃至中亚

一些国家的外来人口)还是有所区分.但从广义上来说,突厥人与回鹘人都属于“非我族类”的来自西方诸国的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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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都存在这样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上的难题.尤其是在朝廷上任职的胡人,他们处处须与传

统门第士族交往,更是直面文化上的冲突与摩擦.他们或者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强调胡人的文化

差异性;或者主动融入汉族文化,希望得到与汉族士人同等的文化地位.而他们的文化认同,也极

大地影响着他们所能取得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宦胡这一群体的存在,大大挤压了传统门第

士族的政治活动空间,尤其是安史之乱所挑起的对胡人的仇恨,使得汉族士人对他们的胡人同僚更

是抱有怀疑敌视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导致了宋代以降比较保守的对外政策.因此,研究唐

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以及相应的汉族士人的态度,有助于理解唐宋之交文化心态、外交政策由开

放走向封闭这一过程.有唐一代,胡人在朝廷上的活动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１􀆰隶属于翰林

院、僧院或教坊,为皇帝和贵族的亲侍,从事一些文化活动.２􀆰驰骋于疆场,为朝廷的边关重臣.３􀆰
少数胡人职居三省六部一台,参与政治决策.下文将分别探讨这三类人的文化选择及政治际遇.

一、胡僧、胡医与胡伎:“野猪”与“野狐”

这批人主要隶属于皇家僧寺、医馆或教坊,以神技、医术与乐舞等取悦帝王,约略可视作宫廷弄

臣.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以倡优蓄之.这类外来人口,由于主要是依靠其异域的神秘性和独

特性在汉地求生存,故而多半保留了他们原来的文化身份.唐朝前期,整体的社会心态是开放的,汉
族士人对异域文化是既好奇又欣赏;安史乱后趋向封闭,故而对胡人群体及其文化持蔑视敌对的态

度.
首先来看两则比较流行的故事.其一为卷七十六引«国史异纂»及«纪闻»“李淳风”条:

　　“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

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椀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
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宫.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

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
其二为卷九十二引«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僧一行”条: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

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

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

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

不见.是何祥也? 师有以禳之乎?’．．．．．．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两则故事的主要人物大致相同———北斗七星与天文学家,只是前者被系于李淳风、后者被系于

僧一行.这恰好体现了官方正史与«太平广记»所反映的民间杂史之间的区别:前者重视的是个别

具体人物的事迹,而后者则更重视符号的象征意义———李淳风和僧一行都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专

家,在民间叙事中,他们的象征义几乎是同样的,因此并无严格区分.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北

斗七星和婆罗门僧、七豕之间的关系.为何北斗七星会和异域的婆罗门僧以及“猪”的意象联系起

来? 恐怕还是要从符号的文化象征含义来理解.大概可以推测,北斗化为婆罗门僧反映了印度天

文学对于华夏天文学的影响,如«旧唐书􀅰历志»就记载了三家天竺历法:迦叶孝威、俱摩罗和瞿昙

罗.而婆罗门僧与李淳风之间的亲切关系———昵称其为“小儿”,则说明当时印度来华的天文学者

与汉人学者的密切交往.至此,可以说,唐初对于印度东来的天文学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到了发生

于玄宗时代的第二则故事,婆罗门僧被七豕所替换,体现了安史之乱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改变:对
待胡人的态度就不那么开放友好了.

至于将婆罗门僧视为七豕,也与当时将胡人称为狐、猪、狗的社会风气一致.胡人伶官也是一

个在史书和文人笔记中频繁出现的群体,“野猪”与“野狐”是他们常见的称号.«太平广记»卷二百

五十二引«北梦琐言»:“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
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将其他伶人径称为“诸野猪”.«明皇杂录»



记载«雨霖铃曲»的由来,“时梨园子弟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狐”“胡”相通,陈寅恪先生早

有论述.猪狗则是汉人对外族人的蔑称.«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二引«定命录»:“又尝与之(安禄

山)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卷一百九十二引«谈
宾录»:“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 龙仙曰:何也? 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
唐末名将李克用也曾被当面骂为“猪狗”[３]卷四 .至于为何此时以猪狗的意象来描述外族人,«朝野佥

载»卷四记载娄师德品评人物的一段话或许可对这个问题有所启发:“趑趄狗盗,突忽猪贪.”这个称

谓反映了汉人认定贪盗是胡人本性的偏见.后唐庄宗(即李克用之子)朝,卢质“嗜酒轻傲,尝呼庄

宗诸弟为豚犬,庄宗深衔之”[４]唐书,列传第二十四 ,多亏张承业的劝解,才不致招来杀身之祸.即便唐室政

权瓦解,士族投靠胡人政权,他们依然狂放不羁,对胡人的蔑视心态不改.
«太平广记»还收录了许多胡僧与中土儒生、道士斗法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生、道士取

得了胜利.如太宗朝的傅奕两次成功地识别并破除了胡僧的噱头,玄宗朝的叶法善、罗公远更是以

法术屡败胡僧金刚.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另一则故事.«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引用«仙传拾遗»和
«宣室志»,记载了一次事件:西域僧为了求得昆明池龙的脑髓作药,诳言皇帝求雨,在池边结坛念

咒.池水日渐枯竭,池龙向孙思邈求救,孙思邈施道法使池水暴溢.胡僧又羞又愧,一命呜呼.这

则故事借用了胡僧与道士斗法类型的框架,可见该主题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然而,其嵌套的实质

内容却是汉地医家与西域胡医的斗争.这从主要人物为孙思邈以及胡僧求池龙脑髓作药这一主要

情节可以看出.而后者更是让人联想到唐代的几位皇帝都曾服食西域的“长生药”,却无一人得以

长寿,反而颇受其害,甚至有人认为太宗、中宗的早逝可能均与服药有关.可以推想,这则故事的流

行或许与这种猜测有关系:认为胡医是旁门左道,而中医才是正统.然而,胡医果真一无是处吗?
«旧唐书􀅰西戎传»中条列罽宾国遣使进献“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刘禹锡也有«赠眼医婆罗门僧».
当时胡医的眼科与脑科应该都领先于中国.[５]此处还是得考虑到«太平广记»所收录文本的性质,它
反映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一般士子、普通民众对于某一社会问题的想象与看法.

至于胡伎,他们的地位更为尴尬.即使在汉文化内部,伶官也是为士人所不齿的一项职业,若
是加上胡人的身份,他们就更难登大雅之堂了.然而,唐朝皇帝几乎个个喜好乐舞.每当他们想以

高官任命宠幸的乐人时,便会受到来自谏官的压力.仅举数例,如李纲谏高祖拜舞胡安叱奴为散骑

常侍[６]卷六六,李纲传 ,马 周 谏 太 宗 拜 乐 工 白 明 达[６]卷七八,马周传 ,窦 洵 直 谏 文 宗 拜 乐 官 尉 迟 璋 为 王 府

率[６]卷一七七,陈夷行传 ,魏謩谏文宗授教坊副使云朝霞扬府司马[６]卷一八〇,魏謩传 等.除了伶人地位低贱外,他
们的胡人身份也使得自己难以和汉族官僚一起同列朝班、预于士流.然而,虽然汉族士人对他们持

疏离怀疑的态度,但他们还是积极地想融入汉文化.胡人伶官一方面保持着外来民族能歌善舞、妙
解音律的文化特色,其中的优秀者同时也积极学习汉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承袭了瞽诵箴谏、诙谐以

托讽喻的使命,关心政事、针砭时弊.如上文提到的石野猪,«北梦琐言»卷一记载了他的一则故事:
僖宗耽于逸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对曰:或遇

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其机智博识,可见一斑.昭宗朝,李茂贞焚掠京城,后因军

容使韩全诲的斡旋从宴于寿春殿.席上“俳优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宴罢有

言:他日须斩此优”[３]卷十五 .最终安辔新因应对敏捷而逃得此难.
大体说来,生活在皇帝身边的胡人僧徒、医官和优伶基本上保持着原有的异域文化传统,这毕

竟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但为了适应汉地社会,也些微学习了一些汉族的文化.在这群人身上,最能

体现唐朝对异域的想象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在政治生活上,他们处于边缘的地位;只供粉饰太平

之用,无法参与建议或决策.虽则有少数人如惠范、不空和郑注一时间权势也炙手可热,但他们在

史书中是作为反面人物来书写的,并未获得汉族士人的承认,只被看作是偶尔得志的宵小之辈.尤

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整个社会对于胡人群体的看法都变得更加严厉与仇视.

二、驰骋疆场的蕃将:安史之乱的噩梦

胡人活跃的另一领域即是疆场,他们多为蕃将.武德贞观年间,朝廷虽任蕃将,但必会另遣重



臣相牵制,使他们不得擅权.玄宗时期李林甫为相,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
极力引荐寒族、胡人为大将.因为他们一般不通文墨,绝无升迁宰相的可能.于是安禄山得以乘机

而入,专任一方.这类蕃将大都保持着外族骁勇善战的本色,并且强调自己的“化外”身份,不会汉

人的尔虞我诈.安禄山以善于迎合取得了亲近玄宗的机会,而在每次与皇帝相处的过程中,他处处

强调自己的胡人身份,不懂得汉人的政治文化.如:

　　“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 禄山对云:
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７]卷二三八,开天传信记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
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

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７]卷二百三十九,谭宾录

«太平广记»收录这两条记载,一入“诈诡类”,一入“谗佞类”,显见是后人对前事的反思.«开天

传信记»与«谭宾录»都是安史乱后的著作,痛定思痛,作者对于安禄山的评价已隐含在叙事里面了.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看,玄宗对安禄山的宽容可能代表了一般人对于胡人无知与懵

懂的成见,认为胡人是化外之人,不懂汉族的政治文化,他们只会领军打仗、赤胆忠心,不会对政权

构成威胁.安禄山如此地标榜自己的胡人身份,不仅是他单独的个人行为,其他蕃将也经常以这种

套话 来 表 明 心 迹. 如 史 宪 诚 自 称 “宪 诚 蕃 人,犹 狗 也. 唯 能 识 主,虽 被 棒 打,终 不 忍

离”[６]卷一百八十五,史宪诚传 ;石演芬在战场上回应敌方辱骂自己为贼:“且演芬胡人,不解异心.欲守事一

人,幸免呼为贼.”[６]卷一百九十一,石演芬传

安禄山不仅以强调自己的胡人身份使得玄宗放松戒备,他也以此来笼络其他胡人,积蓄政治经

济力量.«安禄山事迹»一书里记载玄宗使高力士化解他与哥舒翰的矛盾,“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

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８]卷上 面对宿敌,他依然想以

胡人的身份来消弭仇怨,达成政治同盟.他的部属也多以非汉族人为主,“禄山谋逆十余年,凡降蕃

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

之.禄山通夷语,躬自慰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９]卷二二五,安禄山传 .另外,为
了笼络诸道商胡,他经常举行宗教仪式,保存胡人的特殊文化传统并维系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潜
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

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８]卷上 .胡商的支持,不仅使得他有足够的宝货上贡朝廷,迷惑当政者

的耳目,而且积蓄了作为起兵之用的军资.
直到安禄山举起反旗,攻入洛阳,他始终采取的是胡人的政治思想,而没有接受汉族的正统观

念.汉族政治思想当中,评判政权的合理性与否,主要在于改正朔、收图籍、修史书,而安禄山盘踞

东都,孜孜以求的却是乐伎与珍宝:“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

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７]卷四九五,明皇杂录 若按汉人的标

准,这样一个政权自然不会享祚长久.但是安禄山此举也并非是耽于逸乐,而是有着政治上的考

虑,他为的是在蕃将和戎帅面前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太宗的一则故事中找到旁证: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

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

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７]卷二百五十,朝野佥载 此事的关键在于最后一

笔“降者数十国”,一曲琵琶竟能有如此的效果,胡人对于声乐的重视可想而知.而陈列珍宝,很有

可能是胡人宗教上的一种需要[１０].
通过以上考察,似乎可以推测,安禄山一生的行事,处处表现出他是一个文化上的纯粹主义者,

坚持胡人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并且利用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胡人叛

乱.他的失败,也代表了胡人政治文化对于汉族政治文化的失败.胡人的骁勇善战,使得文化重负

下的孱弱的士族望风披靡;但由于胡人政权缺乏定国安邦的政治传统,无法稳定民心,难以长久.



不过,必须指出:安禄山的文化纯粹主义是他个人身上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或许正是如此才

能号召起整个北中国的力量发动叛变.相较而言,其他的蕃将也曾试图努力学习汉文化,如吟诗酬

唱的风习.麴崇裕曾有诗文应答:“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
大才士.先生其谁? 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７]卷二六〇,朝野佥载 史思明也尝试

作诗:“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

大佳,若能 言 一 半 周 贽,一 半 怀 王,即 与 黄 字 声 势 稍 稳.思 明 大 怒 曰:我 儿 岂 可 居 周 贽 之

下?”[７]卷四九五,芝田录 诗歌讲求韵律节奏和意境,即使出身于有文化积淀的传统世家,要想写好诗本已不

易,胡人多为蕃将,擅长写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的诗作便成了嘲弄讽刺的笑料,
如麴崇裕之诗在«太平广记»中即入“嗤鄙类”.似乎可以这么说,传统的士人阶层对于蕃将学习汉族

文化是不太热衷的,他们并不想将自己的文化资源传扬给外族,甚至对他们的主动融合抱有一种冷嘲

热讽的态度.其深层的心理原因恐怕还是对胡人的防备和敌意,政治上的冲突延伸到了文化领域.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整个北方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它在汉人心中留

下的记忆是历久弥新的.之后的中原王朝或汉族士人,他们对蕃将的态度更是防范怀恨.唐朝的禅

代,固然是因为汴将朱温势力的强大,朝廷对晋军李克用等人的防备心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藩镇割据虽然削弱了中央王朝的势力,但若是能互相牵制达到平衡的状态,不使一方独大,也许能延

续唐朝的运祚.范祖禹在«唐鉴»卷十二认为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便是张濬讨伐李克用的战争,“朱全

忠欲杀之,而朝廷不诘全忠与诸镇;一请讨克用,则遽从之.盖以克用出于蕃夷而陵蔑之耳.”或许可

以这样推测,朝廷对朱温的姑息、对李克用的戒备,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安史之乱所留下的心理阴影.
然而,此后的历史证明,朱温代唐后李氏是以复兴唐室为己任的.这不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言说

策略,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同光元年建太庙,乃“以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以下

为七庙”[４]唐书,庄宗纪第三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他们在心理上对唐王朝的认同之深,并且律令格式

全都沿袭唐朝.«五代史阙文»记载:“明宗出自边地,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
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
与百姓为主.”[４]唐书,明宗纪第十 从这番话似可看出,他们对自己的蕃人身份与政治文化是不自信的,私
心依然仰慕中华文明.而后唐一代的历史也证明,他们这种不自信也并非毫无来由.由于没有良

好的政治制度保证,边将虽长于战阵而乏抚民之术,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也非常有限,故而能得天

下而不能维持长久,功臣经常不免被戮,百姓依然辗转沟壑.偶尔有如明宗般纯厚仁慈的皇帝,但
几率很小,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且几乎隔几年便有一次皇位的重新洗牌,很难使百姓有休养生息的

机会.胡人的政治文化远远落后于汉人,已为诸多史实所证明.契丹攻陷汴梁,张砺向耶律德光进

言:“不得任蕃人作节度使,如此则社稷不永矣”[４]晋书,列传第十三 .张砺任职辽朝,此言显然不是出于胡汉

对立的考虑,而着实是从社稷民生的角度出发的,正如他对萧翰的辩解:“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

实言之.”胡人进入汉地,刚刚脱离游牧生活,其政治文化的积累显然不如汉文化的沉淀之深.
在某种意义上,四分五裂的五代时期,北方政权与南方政权的对立也是一种胡人政权与汉人政

权的对立.南方的后梁、吴、闽、蜀等几乎都是汉人掌权,而北方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胡人掌权,
后周的郭威和柴荣自小生长边地,熟悉的自然也是胡人文化.南北都在为自己政权的正统性作出

辩解.«五代史补»记载周世宗柴荣对南唐李景的一番对话:“汝江南自以为唐之后,衣冠礼乐世无

比.何 故 与 寡 人 隔 一 带 水,更 不 发 一 使 奉 书 相 问,惟 泛 海 以 通 契 丹,舍 华 事 夷,礼 将 安

在?”[４]周书,世宗纪第六行注引

总体而言,唐朝中后期的命运几乎是与蕃将始终相伴随的.蕃将在保持自己骁勇善战本色的

同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不足,并积极汲取汉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制度.最终

收拾五代残局的,是北方融合了胡汉文化的后周政权,而无论是文化纯粹主义者安禄山的胡人政

权,还是偏安一隅自认正统的南唐汉人政权,都无法统一当时已经多元化的中国.



三、身居要职的胡人官僚:胡子着绯

少数胡人在朝廷上取得了很高的官位,他们有的是世代居于中土几乎已完全汉化,有的是借助

于各种机缘得到擢用.对于胡人在朝廷上的受重用,汉人士族多有不满,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
宣宗朝拜相的白敏中大概可以说是唐代最有名望的胡人宰相.他几乎完全认同于汉族文化,

比附汉人五姓的提法,对自己的门第十分看重、对胡人的身份极为敏感.面对酒酣自大、号称衣冠

第一的世家子卢发,颇为不满,立即强调自己族姓的尊贵、官职的显赫:“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

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第,莫向尊前气色粗.”卢发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曲意逢迎:“十姓胡中第六

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７]卷二五一,摭言 “文章官职胜崔卢”一句,明
里虽是恭维白相尽管是胡人,但文章吏治胜于士族大姓崔氏和卢氏,暗里恐怕也表达了不平之意.
这里便牵涉到了朝中胡人蕃官与士族官僚的斗争.

在高璩为白敏中撰写的墓志铭里,白氏的先祖被上溯到楚国的白公胜.高璩作为记室跟随白

敏中五年,且受白家所托,自然对其家世十分清楚.但这里的叙述显然和白敏中自称“十姓胡中第

六胡”相矛盾.考虑到墓志铭所叙郡望不一定属实,胡人多冒充汉姓,«广异记»里有条参证“千年之

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大略可以肯定白敏中乃是胡人.白敏中自诩是胡姓当中的第

六姓,而在死后的墓志铭中,却宁愿追认历史上声名狼藉的白公胜为祖先,可见其对汉文化的认同

之深.白氏家族的文学传统也是由来已久,钟嵘«诗品»中有“康帛二胡,亦有清句”的记载,帛姓与

白姓均是龟兹王室之姓,且音韵相通,二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
然而,胡人官僚在积极向汉文化靠拢的同时,在政治上的参与也越来越多,挤压了传统士族的

政治空间,威胁到后者的利益并引起他们的不满: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諴、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由曰:
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登庸,西川李景逊览报

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云: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同慎由之诮也.
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７]卷二百五十六,北梦琐言

然而,由于统治者本身就是胡人,且自则天革命、安史乱后胡人的势力更是大量渗透进入中原,
他们也不便公然提及华夷之辨,只好以各种诗文调侃来表达心中的不平.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
加官赏,有为右御史台者”.张元一借着武则天询问外间笑话的机会,将时语“左台胡御史,右台御

史胡”传达天听.则天立即理会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将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７]卷二百五十四,朝野佥载

即使是讽刺汉人官吏,他们也不忘嘲弄胡人一番,如“赵仁奖”条:“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
曰:此 胡 合 拜 殿 中. 或 问 其 由. 答 曰:赵 仁 奖 负 一 束 而 拜 监 察,此 负 两 束,固 合 授 殿

中.”[７]卷二五九,御史台记

正是出于这种不平的心理,胡人的外貌衣着也就成为士族戏谑的对象.韦铿因未与邵景、萧嵩

同授朝散大夫,见“景、嵩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于庭.铿独帘中窃窥而咏

曰:一双 胡 子 著 绯 袍,一 个 须 多 一 鼻 高.相 对 厅 前 捺 且 立,自 惭 身 品 世 间 毛.举 朝 欢 咏

之.”[７]卷二五五,御史台记 此条记载中邵景与萧嵩均为汉人,但被嘲讽后依然衔恨在心,回诗报复.胡人着

绯袍也是文学记载中常出现的意象:如«北梦琐言»卷三记载薛保逊«观优»诗云“绯胡折窣,莽转而

出”;«太平广记»“王璹”条“见郎中宋行质,面色惨黑,色如湿地,露头散腰,著故绯袍,头发短垂,如
胡人者”[７]卷三八〇,冥报记 .据«唐会要»卷三十一“章服品第”,四、五品官员方能服绯.白居易在诗中多

次感慨自己未能着绯,如“白头俱未著绯衫”、“假著绯袍君莫笑”等.罗隐也有诗«贺淮南节度卢员

外赐绯»:“俭莲高贵九霄闻,粲粲朱衣降五云.骢马早年曾避路,银鱼今日且从军.御题彩服垂天

眷,袍展花心透縠纹.应笑当年老莱子,鲜华都自降明君.”汉人士族对胡人轻易能着绯袍的感情是

复杂的,既是羡慕又是不服.这种微妙的心理,在各种小说和笔记中有含蓄的表达,因此胡人着绯

才能成为一个流行的套话.



四、余论:“胡”字词义发展所反映出的社会心态变迁

早在汉代,“胡”字可组成以下词语:如«释名»中收录的“胡饼”、“胡麻”、“胡粉”等,也有常见于

其他语料的“胡桐”、“胡马”、“胡帐”、“胡床”、“胡舞”、“胡乐”等.这些大概都可看作是从胡地传来

的物产或文化.还有其他指代胡人的词语,如“胡客”、“胡巫”、“胡儿”、“胡虏”、“胡寇”、“胡骑”等.
在这些词中,除了“胡客”、“胡巫”可看作是身份标识外,其他都关涉到与汉地的战争.从一些官名

中也可窥见这一端倪,如“拔胡将军”、“定胡将军”、“击胡都尉”,反映了与胡人战争之频繁激烈.从

这些围绕着“胡”的基本语义场可以推测,在两汉时期,对胡人的看法主要是:他们是战场上的敌人.
但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胡地的一些事物也流传到了汉地,丰富了华夏的物质文化生活.

到了六朝隋唐时期,胡地传入中国的物品更多,文化交流也更为深入.如食物类有胡椒、胡盐、
胡豉、胡瓜、胡黑豆等;动物类有胡师子、胡猧子等;乐器类有胡琵琶、胡鼓、胡琴等;文化类有胡语、
胡言、胡书、胡画、胡歌、胡声、胡戏、胡神等.此时来到中原的胡人数量上更多了,从事的职业也各

种各样,但总的来说,商人和传教者是最多的,如“贾胡”、“商胡”、“富胡”、“胡僧”、“胡沙门”等.此

时华夏与塞外胡人的关系是比较谐和的,没有汉代那样地剑拔弩张.然而,由于安史之乱给中国造成

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到宋代以后,“胡”字所形成的文化含义就完全从中性或褒义转变成贬义的了.
宋代以后,大约是中外交流规模减小的缘故,很少再出现由“胡”字所组成的新的器物、动植物

或文化范畴的词汇.与此相伴随的,是一批贬义的抽象词汇的形成.如司马光«乞不贷故斗杀札

子»:“胡乱打人,不伏收领.”苏东坡«龙川别志»卷下:“独琦不动,曰:太后不要胡思乱量.”朱熹«答
石子重书»之八:“盖心存理著,自是不胡说耳.”

词汇场的变化大致反映了汉人对胡人与胡人文化的态度转变———由积极的防御进取,到主动

吸收外来文化,以致最终的封闭自守.从第一阶段的两汉到第二阶段的魏晋隋唐的过渡,几乎是一

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化的自然发展过程;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宋明的变化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与逆流,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民族伤痛.«太平广

记»一书,多数源文本作于晚唐五代,而这些文本基本上是文人采摭前朝旧籍和民间传闻而成,有相

当一部分反映了官方及民众对于盛唐之事与安史之乱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到宋初编纂

«太平广记»,又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择取,也有对前事的评判和借鉴的意味.胡人进入汉地,尤其当

他们想要步入上层社会时,面临着重重的阻力与困难.本来,经过北朝的融合,加上唐王室的特殊

渊源,偏于文弱保守的汉文化自身也需要尚勇开放精神的互补,所以尽管有着各种摩擦,似乎还是

有希望迎来胡汉文化融合的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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